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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 8.17 亿？看到亚银这份报告的结果，尤其看到这么多人

“被中产”之后，一些专家为这一划分标准的武断愤慨。他们认为，中国的白领正在和中产阶

级渐行渐远，除了房子，还有工作、健康压力，如果说部分白领有中产“收入”的话，那也决

无中产“生活”。 

 

中国中产阶级生活直击：生活压力透支半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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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然而，畸高的房价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

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国内的所谓“中产”背负

着种种生活压力。“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也使

建立“橄榄型”社会显得长路漫漫。 

近日，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触摸到部分“中产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

们的心声。 

房子是一座山 

买了房子，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新买的轿车也不能开了。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

变了模样。 

北京某风投公司项目经理周猛 

4 月，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周猛实在受不了高房价的刺激，狠下心，花 150 万

元在双桥附近买了一套 60 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房子是 1997 年建的，外墙灰暗，陈旧不堪；小区不大，在密集的楼群中很不显眼，甚

至连像样的保安也没有。周猛顾不上这些，匆匆签下了合同。中介公司业务员在旁边提醒：

现在房子一天一个价，现在不买，明天就涨！ 

为了这套房子，周猛不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 20 万元，从银

行贷了 100 万元，“尽管每月有 5000 多元的贷款，但好歹算有个家了。” 

33 岁的周猛毕业于南方某财经大学经济系，1999 年回老家山东，在一家老国企当会计。

当时的工作安逸、清闲，还结识了同做会计的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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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闲之下，周猛却有着一颗“不平静”的心。面对每月 1000 多元的工资，周猛感到莫名

的恐慌：就这样“混”下去，实在有所不甘。2003 年，他离开这家企业，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两年后进入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开始了新生活。 

谈判、评估、规划……凭自己在国企 4 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奋努力，他很快成为公司骨干，

业绩不断提升，收入水平也上了新台阶。 

然而，住在北京，房子是压在周猛肩头一座无法躲避的“大山”。 

周猛说，刚到北京，对房子并不关心：女友还在山东，结婚未提上日程；公司楼上有公

寓可住，每月只交少量房租，方便又省钱……他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手里的余钱也大都

投向了股市：“钱生钱总比买房子好吧！” 

后来，北京房价开涨，周猛有些犹豫，开始在单位周边看房。一套套新房固然让人眼馋，

可相比手里的积蓄，每平方米动辄过万元的房价还是吓人。他只得把买房的念头暂且搁置：

“那时想，只要房价能稳住，用不了几年，就能攒足大半房款，房贷的压力会小得多。”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楼市受到冲击，公司也受到影响。周猛清闲了些，趁机结了婚，他

将妻子接到北京，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助理，新家就安置在公司的公寓。没想到 2009 年

下半年以后，北京楼市突然逆转，房子一天一个价，到今年初，五环内房子的均价一举跃上

了 3 万元/平方米！ 

周猛急了！ 

结婚后，双方父母急着抱孙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根本不行！妻子刚到北京时，由于是

外地户口，又没房子，一次出门竟被警察拦住，要看暂住证！周猛实在受不了这种“待见”。

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要买房！房价连涨，手里余钱不多，股市里的钱还未解套。新房子肯定

买不起了，就买二手房；大户型买不起了，就买小户型！ 

买了房，布置新家，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由于

离公司远、道路堵，一年前新买的“伊兰特”轿车不能开了，只能挤地铁——当然，这也能节

省不少开销。 

买了房，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可新问题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将来生了孩子，保姆住

哪儿？妻子是外地户口，生了孩子怎么落户？到哪里上学？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周猛想不

通：从 1999 年参加工作，10 多年过去了，“工资是 10 年前的近 10 倍，可生活为啥总是很紧

张？” 

周猛说，刚买的房子肯定是过渡，将来还得换大房子。为了大房子，就得拼命攒钱！他

对国家这一轮楼市调控期望很大：也许过两年，房价真能降下来，那时，把现在的房子卖掉，

真正买一套心仪的大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日子能盼来吗？” 

“钟摆”式的日子 

185 公里的距离，把家庭分成了两半。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回一次家，要折腾

4 个小时。 



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部主管程跃强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 

9 月 3 日，又是周五。晚上 19 时 20 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 G7204 次高铁准时进站，家

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 10 岁生日，他

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 38 岁的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

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 4 个小时，

“回趟家，并不易。” 

2002 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 年来，上海—常州，

185 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工作，当初只想换个环境。”跃强说，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这

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没多想就报了名，结果被顺利录用了。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但

终归是两地分居。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 8 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

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分愧疚。 

为了女儿，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

福利住房，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

扛不住：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 2 万元，“拿常州的

两套房，也换不来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单位的骨干，如果到上海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

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是不是有些不划算？ 

说到“中产”，跃强说，8 年来，他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

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 30 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

可这 8 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

一名‘中产’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真不好说呢！” 

跃强说：“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可据我观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别是这两年才上

班的年轻人，单靠自己的财富积累，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 

他介绍，如今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

站总是黑压压一片，都是急着回家的人。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

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因为“人往高处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

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多。“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 

最让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告诉记者，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

上海，尽快结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因为“初中还算义务教育，像我这种没有上海户口的



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还行。而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了，到时再接女儿到上海上学，不容

易了！” 

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 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

的加班，让人疲惫不堪。 

律师王艳 

王艳又要出差了。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

“一年中有 2 个月住在飞机上，6 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 4 个月。”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

务所工作。2007 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王艳加盟

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 

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的“中产”。可是，面对

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

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两个孩子一个上

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

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

10 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

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

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

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

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 10 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

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 PRADA、

GUCCI等顶级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 是什么？是一个眼镜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

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 

http://stockhtm.finance.qq.com/sstock/ggcx/000931.shtml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比如，

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

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国，

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

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

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

青春。 

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

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眼下的“苦日子”，还

不知道要熬多久。 

提前遭遇“中年危机” 

自己创办的小企业还是“社会关怀”盲区，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谈何容易！

一次投资不准，就赔上了几年的利润。 

私营业主沈放 

“这就是我奋斗 7 年的收获之一。”近日，在北京马驹桥附近一家仓库，某文化信息传播

公司总经理沈放盯着一堆堆崭新的书籍，自嘲般地对记者说。 

毕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7 年前，他离开工作 5 年的

政府公务员岗位，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 

7 年来，沈放联络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划文学选题，联系出版社……作为作者和出版

社的中介，沈放挣的是辛苦钱，不少利润都以图书的形式兑付。他在马驹桥租了个仓库，把

卖不出去的图书存在这里。几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 

沈放说，做企业，难！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创业之初，他在亚运村附近买了套公寓，

改造成办公场所。这两年，业务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写字楼，今年起，原本 16 万元

的年租金，猛涨到 26 万元。不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 30 多位员工，每月仅工资支

出就有 20 多万元。 

社会风险大，经营风险更大。2008 年，沈放试图涉足动漫领域，实行多元化发展。他

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准备推广到电视台。由于是陌生的产品，难以找到突

破口，项目毫无进展，投资打了水漂儿，“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 

经过 7 年打拼，36 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

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谈何容易！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如今，妻子身怀六甲，

身边没了帮手，沈放觉得担子更重。 



文化创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复杂关

系的能力。7 年来，沈放眼看着多家和自己同时起步的公司关闭、转行，甚至一些规模很大

的公司也常因投资失误陷入困境。“有 2008 年那次的教训，每做一个新项目，总是战战兢

兢。”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他说，作为一

家小企业的老板，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上万元的医疗费用，

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谈及未来，沈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

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希望国家能对小企业投入更多关注，比如，在资金上扶一把，

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一些，因为这类企业也担负了很大的社会责任，“单我就招聘了 30 多名员

工，这也算对就业有所贡献吧？” 

沈放告诉记者，七八年下来，原先政府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房子也调了

几次，“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单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对生活的担心，

他们肯定比我少。”（本文中的采访对象均用化名） 

（人民网） 

 

亚行报告称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达 8.17 亿遭质疑 

2010 年 09 月 11 日 东方网 徐蕊、韩洁 
 

亚洲开发银行在近期出版的年度刊物《2010 亚太地区关键指标》的特别章节“亚洲中产

阶级的崛起”中提及，亚洲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大的中产阶层很可能取代美国和欧洲扮演的全

球主要消费者的传统角色。此报告一经发布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引来一片质疑之声。为

此新华社记者专访了亚行报告起草者及国内权威专家。 

“中产阶层”标准是如何产生的 

报告对亚洲中产阶层的定义为：每天消费在 2 美元至 20 美元之间的人群。根据这个定

义，2008 年亚洲中产阶层从 1990 年占总人口的 21%增至 56%，接近 19 亿人；而中国的中

产阶层在绝对规模上大于其他国家。 

对此不少人提出质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高物价时代”，人均每天消费 2 美元只能维持

温饱，谈何中产阶层。有人估算，根据亚行报告提出的标准，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

阶层人数已达约 8.17 亿。 

对于这些质疑声，研究报告的负责人亚行助理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布鲁克斯 10 日在

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将文中提及的群体称为“中等收入人群”应该更为确切。因

为对于中产阶层的定义不仅局限于收入水平，还包括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地位、耐用品

消费、教育领域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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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用“日均消费 2 美元至 20 美元”来定义中等收入人群是否合乎中国国情时布鲁

克斯说，这一标准是根据整个亚洲地区状况制订的，并非仅根据中国，而且这一标准也适用

于亚洲以外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他指出，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的诸多发展中经济体中，仍

有很多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其消费能力与中国相比差距很大。在这些经济体中，2 美元的日

均消费对多数人而言还只是难以实现的梦想。布鲁克斯就此强调，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是，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向每天消费 4 美元至 10 美元的群体迈进。 

成长毋庸置疑 问题不容忽视 

一些国内专家在评论亚行报告时指出，伴随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无

论整体规模还是收入水平确实都在迅速增长。但也应冷静地看到，我国仍存在人均收入水平

在世界排名落后、消费不足、收入分配矛盾凸显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指出，一方面要看到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增

长很快，但不能忽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仍有数量庞大低收入群体的事实。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9 年中国人均收入在全球排名仅为 124 位。作为反映各国居

民财富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国人均 GDP 也不足日本的十分之一。而从经济结构来看，

我国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仍然较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十二五”期间的重中

之重。 

此外，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加大，贫富悬殊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另一突出问题。 

专家认为，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拉大有城乡、地区、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多种因素，此外我

国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生活无法实现基本保障，如果不能合理解决这些问题，将威胁社

会的稳定性。 

对此布鲁克斯也表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其他发达国家仍然较低，仍有相当数量的

贫困人口生活无法实现基本保障。相对于城市居民，很多农村人口享有的教育、医疗和养老

等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等行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

等的保障。 

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 向“橄榄形”社会迈进 

如何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保持强大的中等收入人群至关重要。但中国的

社会结构远非理想中的“橄榄形”。解决这其中存在的收入差距大、贫困人口多、消费动力不

足等一系列问题，亟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是要优化企业与个人之间的收入

分配关系，确保劳动者报酬正常增长。还要优化财政再分配职能，使得公共产品供给符合公

众要求，切实提高中低收入者受益最大化。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涉及到要素资源的掌握和个

人能力的不同，很难实现绝对公平。应对二次分配领域进行税收改革，加快个人所得税、遗

产税的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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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持中等收入人群的稳定性，布鲁克斯建议，一是保证稳定的收入和良好的教育以

获得工作技能，二是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其中政策支持是相当必要的。他相信通过

中国政府的努力，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迈入中等收入人群。这将是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对于刺

激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但专家们均指出，任何改革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很长的路

要走。 

 

This article is reproduced here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accord with Creative Commons. 
 


